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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运用激活扩散理论和归因理论，探讨道德类、道德 -管理复合类、管理类、自然灾害类负面事

件对事发地城市品牌的影响。研究结果表明：负面事件会对事发地城市品牌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；道德类

和道德 - 管理复合类引发的城市品牌伤害没有显著差异，管理类和自然灾害类引发的城市品牌伤害也没有

显著差异，但道德 - 管理复合类引发的城市品牌伤害显著大于自然灾害类；负面事件会引发消费者的负面

情感，但负面情感强度的大小与负面事件类型没有对应的关系；负面情感强度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品牌伤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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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：Applies excited-spread theory and attribution theory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events of moral,
compound moral-management, management and natural disaster on the city brand.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negative
events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ity brand;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city brand damage induced by
moral negative events or by compound moral-management negative events; there is also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
management negative events and natural disaster; but the city brand damage caused by moral-management compound
events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natural disaster; The negative events will induce consumer negative emotion, and
there does not exist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and the negative event types;
The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ity brand damag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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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法规的日趋严格、媒体的更加敏感、网络

传播的便捷以及公众对负面信息的关注等，负面事

件传播的速度更快，对关联品牌造成的负面影响更

大。公众在大量负面报道的影响下，形成对城市形

象的某种思维定势和标签化认识后，要重构其新的

认知体系将变得十分困难[ 1 ]。城市品牌是城市核心

竞争力的具体表现，其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

要意义[ 2 ]，城市内发生的各种负面事件将导致该城

市品牌形象受损，引发城市居民的负面情感。研究

负面事件对城市品牌的影响机制，将有助于城市管

理当局对负面事件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，避免

城市品牌形象受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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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相关理论

1.1 激活扩散理论

认知心理学家Allan M. Collins等人[1]认为人的记

忆是由知识构成的，知识由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连线

构成的网络来表示。当在问题中涉及一个概念和属性

时，表征这个概念或者属性的节点就被激活。激活通

过连线扩散到网络中的临近节点上。扩散而被激活节

点的激活程度依赖于这些节点与最初被激活节点之间

的联系强度。当消费者接触负面事件刺激信息时，会

通过联想机制，将对负面事件的认知评价扩散至与之

相关联的品牌，从而影响到其对该品牌的评价。

品牌联想的幅度受到消费者对品牌熟悉程度的

影响，消费者对某个品牌越熟悉，产生的联想越结

构化[3]。Brian K. Jorgensen[4]的研究显示，产品伤害危

机会引发消费者的负面情感，并对品牌态度产生影

响。王海忠等人[5]利用实证研究得出结论，中国消费

者偏重于从品质、公司、来源地、社会形象或面子

等信息节点构筑品牌联想，倾向于从电视广告、新

闻报道、轰动性营销事件等渠道去熟悉品牌。段桂

敏等人[6]运用准实验室法，探究受害型、过失型、蓄

意型等副品牌伤害危机对主品牌的溢出影响。结果

显示：受害型副品牌伤害危机激发的消费者负面情

感强度最低，主品牌评价变动最小；过失型、蓄意

型副品牌伤害危机引发的负面情感强度以及主品牌

评价变动没有显著性差异；副品牌伤害危机引发的

消费者负面情感强度越高，消费者对主品牌评价负

向变动越大。

1.2 消费者负面情感

Marsha L. Richins[7]使用多维标度法，将顾客情感

概括为气愤、失望、焦虑、恐惧、悲伤、羞愧、妒忌、

寂寞、浪漫、喜欢、平静、满意、乐观、欢乐、激动、

惊讶等 16类。邱林等人[8]将Watson等编制的积极情
感消极情感量表进行了修订，确定了积极情感和消

极情感项目各 9项构成最终量表。何云等人[9]将中国

顾客消费情感分为快乐、喜欢、平静、孤独、惊讶、

激动、尴尬、焦虑、害怕、失望、气愤等 11类，这
11类情感又从属于难过感（包括焦虑、害怕、尴尬、
孤独、惊讶、激动）、轻松感、快乐感和气愤感（包

括气愤、失望）等 4个二阶因子。Brian K. Jorgensen[4]

将产品伤害危机引发的消费者情感分为 2个维度 4种
类型，即生气（包括生气、愤怒）和同情（包括遗

憾、同情）。

1.3 负面事件归因理论

归因是消费者追究导致某事件或行为的原因和

责任方，是消费者加工信息的一种方式，也是影响

人们评价他人的因素之一。负面营销事件信息对消

费者产生刺激信号后，消费者一般会不自主地运用

归因认知模式对该事件进行分析，并从负面营销事

件的类型去探究其原因和责任。W. Ickesa等人[10]在

20世纪 40年代首次提出，人们对于事件或他人行为
的结果，总是倾向于将其归因于一些内部（个人）和

外部（环境）的因素。B. Weiner[11]提出归因的 3个维
度，即控制点、稳定性和可控性，认为消费者会从

这 3个维度进行归因，而归因的结果会影响消费者的
认知、情绪和行为。当一个负面事件为由不稳定的

外在原因造成的时，该事件对消费者认知、情绪和

行为的负面影响较小；消费者对由企业内部可控制

原因以及内部可控制与外部不可控混合原因所导致

的负面事件更加愤慨，并产生更多责备心理，这类

负面事件对消费者的态度和顾客忠诚（购买意愿）将

带来更大的影响，进而影响到顾客品牌资产[4，12]；而

外部不可控因素引起的负面营销事件则会激起消费

者对企业的同情，内在的、持续的负面营销事件对

品牌资产的负面影响比外在的、偶然的负面营销事

件的影响更大。

基于归因理论，Coombs W. Timothy[13]根据消费

者对事件责任的归因，将负面事件划分为受害型、过

失型、故意型 3类。对于受害型事件，企业几乎不负
有责任，如自然灾害、谣言、产品被篡改等；对于

过失型事件，企业有较小责任，包括技术错误导致

的工伤事故和产品召回等；而对于故意型事件，企

业负有很强的责任，如人为错误导致的劳动事故和

产品伤害、企业犯罪和管理层不端行为等。对城市

负面事件而言，城市官员性丑闻和贪污腐败行为很

难按照这个理论进行归类。

余伟萍等人[14 ]基于产品 - 道德二阶矩阵的品牌

负面曝光事件分类，对事件责任归因和企业动机两

个视角进行整合，将品牌负面曝光事件划分为产品

性能型、公司道德型和道德 - 性能复合型 3类。
以上研究显示，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品牌的伤害

危机溢出效应做了积极的探索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

但这些研究一般未考虑负面事件激发的公众对城市

品牌的负面情感类型与强度，以及负面情感强度对

城市品牌伤害的中介机制。本文对城市内发生的负

面事件进行分类，比较不同类别的负面事件对城市

品牌溢出的差异性。同时，引入消费者情感变量，探

究消费者负面情感的中介作用，为城市管理当局从

情感视角进行负面事件管理提供理论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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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模型提出与假设

仿照余伟萍等人[14 ]基于产品 - 道德二阶矩阵的

品牌负面曝光事件分类，本研究将城市品牌负面事

件划分为：道德类、道德 -管理复合类、管理类、自

然灾害类 4种类型。其中，道德类负面事件是由于城
市管理当局伦理道德问题而导致，虽然没有出现城

市管理问题，也应承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责

任。道德 - 管理复合类负面事件的城市管理当局行

为动机往往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，在道德缺失状

态下推出侵占个人或者公众利益的管理或者服务产

品。管理类负面事件是指因技术失误、标准偏差等

客观因素，或意外操作失误等而导致个人或者公众

利益受到伤害。自然灾害类负面事件是由于地震、洪

水、火灾等自然灾害而导致个人或者公众利益受损，

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小，通常将事件责任归因

于城市管理当局完全不可控的外部因素。城市品牌负

面曝光事件管理 - 道德二阶矩阵分类如图 1所示。

信息归因是消费者对品牌评价等核心判断的基

础，对于自然灾害类负面事件而言，事发所在城市

是受害者，因此对城市品牌伤害的影响最小；对于

道德 - 管理复合类负面事件而言，由于城市管理当

局存在主观故意性，违反了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，因

此，对城市品牌伤害的影响最大。

基于此，本文提出如下假设。

H1a：相对于其他 3种类型的负面事件，道德 -

管理复合类对城市品牌伤害的负面影响最大；

H1b：相对于其他 3种类型的负面事件，自然灾
害类对城市品牌伤害的负面影响最小。

机体在对自身需要有一定预期的基础上，对客

观刺激是否能够满足自身需要会做出某种认知评价，

而情绪则是由这种认知评价所引起的生理、心理和

行为上的功能性反应，这些反应既可以被感知，也

可以被测量[15]。B. Weiner[11]提出了归因的 3个维度，
即控制点、稳定性和可控性，认为消费者会从这 3个
维度进行归因，而归因的结果会影响消费者的认知、

情绪和行为。当一个负面事件是由不稳定的外在原

因造成的时，该事件对消费者认知、情绪和行为的

负面影响就比较小；反之，当负面事件是可控制的、

稳定的内在原因造成的时，该事件对消费者的影响

则比较大。

H2a：相对于其他 3种类型的负面事件，自然灾
害类负面事件引发的负面情感强度影响最小；

H2b：相对于其他 3种类型的负面事件，道德 -

管理复合类的负面事件引发的负面情感强度最大。

品牌知识由品牌节点组成，存在一系列的联想，

如品牌主张、品牌评价、品牌属性等与其相连。根

据可接近 - 可诊断理论，信息或概念之间的关联性

越高，共享知识越多，信息用于判断的作用就越突

出，可诊断性就越强。由于负面事件与城市品牌之

间存在一系列的联想以及刺激的泛化，消费者对负

面事件刺激做出的认知与情感反应也会迁移至事发

地城市品牌。

H3：消费者负面情感强度与城市品牌伤害成正
相关关系，其研究模型如图 2 所示。

3 实验设计

3.1 自变量

自变量为负面事件类型，包括道德类、道德 -管

理复合类、管理类、自然灾害类 4种类型。通过对大
量主流媒体上刊登报道的负面事件进行综合分析与

筛选，考虑事件关注者数量、评论者数量、评论内

容、对事件的归因等因素，选取 4个引起广泛关注的
负面事件，即凤凰古城捆绑售票、长沙暴雨女生坠

落下水道、四川雅安地震、重庆官员性丑闻，其对

应的类别如图 3所示。

3.2 因变量

因变量为城市品牌伤害。城市品牌如要在关系

营销时代获得成功，那么，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稳定

关系及不断提高其忠诚度至为关键，而创建并稳定

图 1 管理-道德二阶矩阵分类

Fig. 1 Moral-management second-order matrix classification

图2 研究模型

Fig. 2 The research model

图3 4个负面事件二阶矩阵分类
Fig. 3 The second-order matrix classification of 4 even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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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关系，则需要高度关注信任、满意、承诺等品

牌关系的重要构成维度[16]。因此，本研究选择了品

牌满意度和品牌信任度 2个维度，运用李克特五级量
表进行评价测量。

3.3 中介变量

中介变量为消费者负面情感。为了更好地了解

负面事件对城市品牌的伤害程度，以及更准确地了

解受众对负面事件的感知，综合何云等人[9]的研究和

邱林等人[8]提出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，本研究选

择内疚、难过、害怕、恼怒、郁闷5个消极情感词语，
作为衔接负面事件和城市品牌伤害评价的变量，设

计问卷调查。

此次问卷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在校大学生，共

发放问卷 250份，回收问卷 231份，剔除无效问卷后，
有效问卷共 216份，占发放问卷的 86.8%。考虑到研
究的方便性和可行性，调查主要通过课堂发放方式，

在湖南工业大学高年级大学生中发放问卷。受访者

都是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且对相关事件比较关注

及理解的学生，对于问卷中所选取的负面事件都有

自己的看法。

4 数据分析

本研究采用 SPSS16.0对数据进行分析。
4.1 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分析

1）信度分析
本研究的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’s Alapa系数作

为检验标准。Cronbach’s Alapa信度分析结果如表 1
所示。从表 1中可以看出，4个负面事件的 值都在

0.798~0.898之间，符合 系数检验 值大于0.6的要求，
因此，本研究的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。

2）效度分析
本研究主要采用Kaiser-Meyer-Olkin取样适合性

检定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方法，对调查数据进行检
验。结果显示，每个事件作为一个因子，其 K M O
（Kaiser-Meyer-Olkin）值都超过了0.882，符合本研究
的要求。

4.2 不同类型负面事件对城市品牌溢出的差异性

以负面事件类型为自变量、城市品牌伤害为因

变量，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，主效应显著（信任度

F=8.944，p=0.000；满意度F=25.193，p=0.000），不同
类型的负面事件对城市品牌伤害影响存在显著差

异。其中，四川雅安地震对城市品牌伤害（信任

度、满意度）的影响低于重庆官员性丑闻（信任

度M=2.13vsM=2.80，p=0.001，显著；满意度M=1.91vs
M=2.82，p=0.000，显著）、凤凰古城捆绑售票（信
任度 M=2.13vsM=2.82，p=0.001，显著；满意度
M=1.91vsM=3.05，p=0.000，显著）、长沙暴雨女生坠
落下水道（信任度M=2.13vsM=2.32，p=0.258，不显著；
满意度M=1.91vsM=2.13，p=0.138，不显著），H1a部
分得到验证。凤凰古城捆绑售票对城市品牌的负面

评价高于重庆官员性丑闻（信任度M=2.82vsM=2.80，
p=0.892，不显著；满意度M=3.05vsM=2.82，p=0.147，
不显著）、长沙暴雨女大学生坠落下水道（信任度

M=2.82vsM=2.32，p=0.002，显著；满意度M=3.05vs
M=2.13，p=0.000，显著）、四川雅安地震（信任度
M=2.82vsM=2.13，p=0.000，显著；满意度M=3.05vs
M=1.91，p=0.000，显著），H1b部分得到验证。
以上分析说明，当城市负面事件发生时，只要危

机事件真实存在，不管是哪种类型，都会降低顾客

对城市品牌伤害的评价。同时也说明，中国是重视

美德的国家，公众对官员道德方面的负面事件会推

想到这类官员在城市管理方面存在问题，对天灾会

联想到人祸，将自然灾害类事件推想成城市管理类

事件。

4.3 不同类型负面事件激发的负面情感的差异性

以负面事件类型为自变量，以负面情感类型难

过、害怕、内疚、郁闷、恼怒为因变量，进行单因素

方差分析，主效应显著（难过F=55.412，sig.=0.000<
0.01；害怕F=114.023，sig.=0.000<0.01；内疚F=8.677，
sig.=0.000<0.01；郁闷F=6.301，sig.=0.000<0.01；恼怒
F=6.385，sig.=0. 000<0.01），表明4种类型引发的难过、
害怕、内疚、郁闷、恼怒情感存在显著差异。

以负面事件类型为自变量、负面情感强度均值

为因变量，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，主效应显著

（F=14.589 176，sig.=0.000<0.01），表明不同类型的负
面事件激发的负面情感强度均值存在显著差异。负

面情绪强度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：长沙暴雨女生坠

落下水道（M=2.728 7）、四川雅安地震（M=2.521 3）、
重庆官员性丑闻（M=2.092 6）、凤凰捆绑门票（M=
2.025 0）。两两多重比较，重庆官员性丑闻和凤凰古
城捆绑门票的 p=0.590，不显著；长沙暴雨女生坠落
下水道和四川雅安地震的 p=0.099，不显著。H2a和
H2b没有得到验证。这说明，4种类型的负面事件都

表 1 Cronbach’s Alapa信度分析
Table 1 Analysis of Cronbach’s Alpha reliability

负面事件

凤凰古城捆绑售票

长沙暴雨女生坠落下水道

四川雅安地震

重庆官员不雅视频

Cronbach’s Alapa（ 值）

0.890
0.888
0.798
0.8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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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引发负面情感，但是负面情感强度与类型没有对

应的关系。负面事件引发的负面情感强度与被调查

者对负面事件的认知评价（如实际造成损害的程度

等）及被调查者之间的关联程度、个性、性别等因

素相关。

4.4 负面情感强度影响城市品牌伤害

以消费者负面情感强度为自变量，以城市品牌

伤害为因变量，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，结果如表

2, 3所示。由表 2分析可知，因变量品牌伤害（信任）
回归模型的Beta系数为 0.291，表示负面情感强度提
高 1个单位，信任度会下降 0.291个单位。由表 3分
析可知，因变量品牌伤害（满意）Beta系数为 0.154，
表示负面情感强度提高1个单位，满意度会下降0.154
个单位。消费者负面情感强度正向影响城市品牌伤

害，H3得到验证。负面情感强度有显著性意义。

以消费者难过、害怕、内疚、郁闷、恼怒为自变

量，以城市品牌伤害变动为因变量，进行多元线性回

归分析。结果显示，城市品牌信任损害=1.763-0.019
难过+0.132害怕-0.079内疚+0.076郁闷+0.152恼怒。
模型中自变量的系数是指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

下，该自变量每增加 1个单位而导致的因变量的平均
变化量，如在难过、害怕、内疚、郁闷等因素不变

化的情况下，恼怒每增加 1个单位，信任度则会下降
0.152个单位。方差膨胀因子（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，
VIF）小于 5，两自变量之间没有共线性。城市品牌
满意损害=2.089-0.053难过+0.041害怕-0.058内疚+
0.032郁闷+0.168恼怒，VIF小于 5，两自变量之间没
有共线性。内疚和难过负向影响城市品牌伤害。

4.5 消费者负面情感强度对溢出效应的中介作用

1）负面事件类型对城市品牌伤害变动的影响
以负面事件类型为自变量，以城市品牌伤害（信

任度和满意度）为因变量，进行多元方差分析。负

面事件类型与城市品牌伤害参数估计如表 4所示。由
表 4分析可知，信任度之负面事件类型 Beta系数分
别为 0.675, 0.698, 0.194, 0，满意度下降之负面事件类
型Beta系数分别为0.917, 1.140, 0.227, 0。

2）引入负面情感强度的多元方差分析
引入负面情感强度后，再进行多元方差分析。引

入负面情感强度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。由表 5
可以看出，信任度之负面事件类型的 Beta系数分别
为0.350, 0.823, 0.869, 0.118, 0，满意度之负面事件类型
的Beta系数分别为0.235, 1.016, 1.254, 0.177, 0。引入负
面情感强度后，负面事件类型对城市品牌伤害存在

显著影响，负面情感强度为部分中介，说明负面事

件类型对城市品牌伤害部分是直接的，部分是通过

情感强度而产生作用。

5 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

5.1 研究结论

1）负面事件的发生，只要事件真实存在，不管

表 2 负面情感强度与城市品牌伤害（信任）的回归分析结果

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
and city brand trust degree

模型

常量

负面情感强度

非标准化系数

Beta 系数

1.838
0.291

标准误差

0.116
0.043

标准系数

（试用版）

0.225

t

15.893
06.782

sig.

0.000
0.000

表 3 负面情感强度与城市品牌伤害（满意）的回归分析结果

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
and city brand satisfaction degree

模型

常量

负面情感强度

非标准化系数

Beta 系数
2.117
0.154

标准误差

0.113
0.042

标准系数

（试用版）

0.124

t

18.728
03.669

sig.

0.000
0.000

表4 负面事件类型与城市品牌伤害参数估计

Table 4 Parameter estimation for negative event
classification and city brand damage degree

因变量

信任度

满意度

参数

截距

道德类

道德 -管理复合类

管理类

自然灾害类

截距

道德类

道德 -管理复合类

管理类

自然灾害类

Beta 系数

2.126
0.675
0.698
0.194
0 0 0

1.907
0.917
1.140
0.227
0 000

标准误差

0.116
0.164
0.164
0.164

0.108
0.153
0.153
0.153

t

18.324
04.121
04.253
01.183

17.590
05.989
07.433
01.484

sig.

0.000
0.000
0.000
0.237

0.000
0.000
0.000
0.138

表5 引入负面情感强度的参数估计结果

Table 5 Parameter estimation introducing
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

因变量

信任度

满意度

参数

截距

负面情感强度均值

道德类

道德 -管理复合类

管理类

自然灾害类

截距

负面情感强度均值

道德类

道德 -管理复合类

管理类

自然灾害类

Beta 系数

1.245
0.350
0.823
0.869
0.118
0000

1.316
0.235
1.016
1.254
0.177
0000

标准误差

0.155
0.043
0.159
0.159
0.158

0.148
0.041
0.151
0.152
0.151

t

8.012
8.164
5.176
5.447
0.749

8.895
5.758
6.715
8.261
1.173

sig.

0.000
0.000
0.000
0.000
0.454

0.000
0.000
0.000
0.000
0.2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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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哪种类型，都会对事发地城市品牌造成负面影响。

中国是重视美德的国家，公众对官员道德方面的负

面事件会推想到这类官员在城市管理方面存在问题；

对天灾会联想到人祸，将自然灾害类事件推想成管

理类事件。

2）负面事件都会引发消费者的负面情感，但是
负面情感强度的大小与负面事件类型没有对应的关

系。负面事件唤起的负面情感强度与被试者对负面

事件的认知评价以及被试者的关联程度、个性、性

别等因素相关，与负面事件类型不相关。

3）负面情感强度显著影响城市品牌损害。其中，
郁闷、恼怒、害怕正向影响城市品牌伤害，难过、内

疚负向影响城市品牌伤害。

5.1 实践启示

1）在负面事件频发的今天，城市管理当局应该
采取措施，积极防范负面事件的发生。如建立负面

事件防范控制网络，划分负面事件的责任单位和业

务区域，建立负面事件控制中心，配置专门的控制

人员，明确其责任，并建立相应的考核制度。制定

负面事件控制制度，根据各个控制对象，制订科学

合理的控制标准和负面事件监测、信息反馈机制等，

以有效防范负面事件的发生以及控制、管理已发生

的负面事件。

2）对上述 4类负面事件实施分类监管，防止类
别转化。如防止道德类向道德 - 管理复合类负面事

件转化，自然灾害类向管理类转化。在事件真相未

公布之前，公众由于无法判断危机事件的真实原因，

习惯将之归因为城市管理当局的蓄意而为，习惯将

道德类事件推想为道德 - 管理复合类事件，将天灾

推想为人祸，从而增加对城市品牌的伤害。因此，在

负面事件曝光后，事发地城市管理当局应采取积极

措施，查明真相，并通过广告、声明等方式，告知

广大公众，引导公众对负面事件进行合理归因，以

降低城市品牌伤害。

3）在处理负面事件的过程中，应合理调控消费
者的负面情绪。郁闷、恼怒、害怕正向影响城市品

牌伤害评价，难过、内疚负向影响城市品牌伤害评

价。城市管理当局应采取如情感性修复（包括道歉、

表示同情和懊悔等）、纠正性修复（包括经济赔偿和

防止再犯等）、信息性修复（包括及时有效的信息沟

通等）等措施，降低消费者的郁闷、恼怒、害怕等

情绪；同时，还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，提高公众对

负面事件的内疚情绪、难过情绪，如激发公众的城

市主人意识，引导公众参与负面事件的修复过程等。

4）城市管理当局应引导公众媒体对负面事件的

传播，控制负面事件的舆论导向，尤其是主流媒体

的负面事件言论，决定着城市管理当局、媒体与公

众之间能否形成良性、有序的互动关系。缺乏引导

的媒体往往会出现大量的观点不同、互相矛盾，甚

至偏离事实的报道。对于公众来说，这些报道不仅

难辨真伪，而且易造成信息误导；对于城市管理当

局来说，不准确、不真实的负面事件报道，容易给

政府工作带来被动。

6 研究展望

本研究采用真实发生的城市负面事件为案例进

行测试，固然能获得被试者贴近实际的评价，但由

于被试者对真实负面事件和城市品牌的固有态度，

结果可能受到被试者对事件熟悉程度的影响。未来

可选择虚拟城市品牌或虚拟事件，以提高研究结论

的准确性。

从逻辑上讲，负面情感强度应该是完全中介变

量，本研究结论为部分中介变量，可能和负面情感

选择词语的性质和多少有关系，未来可以编制更加

科学的负面情感量表进行测试，以提高结论与理论

的一致性。

本研究发现，负面情感强度与负面事件类型没

有对应关系，那么，影响负面情感强度的因素及这

些因素的内在联系，将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。

本研究选取的被试者为大学生，推广到其他人

群是否存在差异，需要进一步验证。

此外，负面事件发生之后，不同的间隔时间段，

消费者的反应是否存在差异，以及负面影响被遗忘

或者重新唤起的原理，也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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